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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炼成，1928年出生，湖南浏阳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经济学
家、教育家，中国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之一，全国劳动模范、“有突出贡献专
家”称号获得者、陕西省首届社科名家，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6月 18日在西安逝世，享年
95岁。本报特摘录原载于《经济学家之路》第三辑何炼成先生的回忆文章，
谨致怀念之意。

我的家庭

1928年 5月 2日，我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
金刚乡何家村的一个小资产家庭。我的高祖
父德肇公在乾隆年间参加科举考试，成为举
人，曾祖父向荣公在同治年间中进士，祖父火
耕公在光绪年间考中秀才。可算是“三代书
香”之家。但他们都未出去做官，而是在家乡
开馆授徒，间或行医济众，颇得乡人好评。我
外祖父也是书香之家，也曾开馆授徒。我小时
候曾在外婆家攻读“四书”两年，为后来攻读
国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的祖父对我的影响很大，他的清高思想
对我影响至深。他一生中曾有几次外出做官
的机会，但都被他谢绝或拒绝了。据我所知，
19 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在京师发
起“维新变法”运动时，湖南省带头响应，发动
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他的一些同学（同科
中秀才者）约他到省城（长沙）办洋务，他婉言
谢绝了，回复说：“‘维新变法’我赞同，但要我
到省城当官不愿意，还是在家乡办学，做点实
际工作为好。”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占领
了长沙、浏阳等城市，敌伪政府要我祖父出任
县维持会长，被他坚决拒绝，而是跟随地方游
击队进山打游击，教导子孙们千万不能当亡国
奴，更不能当汉奸。

祖父对“四书五经”非常熟习，经常口中念
念有词、背诵如流。我记得他经常念的是下面
几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学之
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故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可见他是一个正统
的孔孟之徒。他也经常吟诗作对，尤喜唐宋诗
词，经常吟诵杜甫的“三吏”“三别”，李白的豪
放诗篇，苏轼的“大江东去”等。

我的父亲杶台，20 岁起经商，后生意亏
本，弃商从戎。1938年 8月 5日在狙击日寇进
攻庐山的战役中负伤成残，后退职回老家重操
旧业，在一个小市镇上做布匹生意，建国后在
公私合营中成为社会主义商业企业，1988 年
病逝，享年 84岁。

我的母亲姓刘，在娘家没有取名，因为她
在娘家 10 多个姐妹中排行老四，人称四姑
娘。嫁到我家后取名刘辉煌，却也很少有人这
样叫。我母亲虽然没有上过学，但能背诵很多
诗，包括一些边塞诗，如：“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
几人回？”等。因为我父亲从军常年在外，她
吟这些边塞诗是寄托忧思，当时我和两个姐姐
都理解不了母亲这种心情，还经常笑她，她也
只是一笑了之，对我们姐弟宠爱有加。

母亲虽然未进过洋学堂，但也是出身书香
之家的大家闺秀，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对我有
些溺爱，但对我的学习却管得很严，经常激励
我好好读书，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同时
也可以光耀门庭，留名后世。这是我当时用功
学习的直接动力，也为我后来在学术上取得成
就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因此我对母亲充满
了崇敬和感激之情。

但令人遗憾的是，1990 年母亲刚满 90 岁
就不幸去世，据说她临终时还不时地发问：

“炼成回来了没有？”最终带着这个遗憾离开
了人世。作为母亲最钟爱的儿子，没能给母亲
送终，母子做最后的道别，是做儿子最大的不
孝，是不可弥补的过失，令人抱憾终身。

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在兵荒马乱、国难当头时期度
过的。

5 岁以前的情况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只记得 5 岁半的时候，母亲把我送到何氏族
小——菁华小学学习，我们启蒙的老师叫赖
邦隆先生，他对我们班管得很严，一不小心就
要挨他的板子。因此，学生都很怕他，但也培
养了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精神。我们
班同学的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受到学校领
导的多次表扬。

1937年秋，我考上高小的时候，“七七”事
变爆发了，为了防止日本鬼子的空袭，我们高
级小学临时搬到山中的一所寺庙里去办学。
在深山中待了一年半以后，抗日战争局势暂处
于相持阶段，学校也搬回了金刚头市镇上面，
教学秩序逐步走上了正轨。

不平凡的中学时代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我们浏阳的邻县礼陵
度过的。礼陵湘东中学在湘东地区名气最大，
名师最多，条件最好，因此我不辞劳苦，徒步
90华里到礼陵县城去赴考，结果考上了，开始
了 6年漫长的中学生活。

湘东中学坐落在县城的东门内，县城中心
是座文庙（即孔子庙），庙前有个大操场，成为
我们学生经常运动的地方。校长张伯兰是著
名教育家，担任湘东中学校长数 10年，是湖南

省著名中学校长之一。他的办学特点是：一、
千方百计筹集办学资金；二、聘请有名的教
师。就在我上高中的 3年中，他就先后从省内
外聘请了十几位名教师，如从江西萍乡聘来的
肖项平老师，从长沙聘来的杨伯峻老师，从北
平聘来的宋家修老师，从衡阳聘来的向志民老
师，从江西聘来的修古藩老师，从长沙聘来的
张锡侯老师，从江浙聘来的王彦如老师，甚至
从印尼聘来一名华侨教我们英语。现将我对
这些老师印象最深的其人其事介绍如后：

肖项平老师是江西萍乡上栗市人，离我的
老家只有十几里路，翻过一座山就到了。据说
他在美国留学 8年，“七七”事变后回国参加抗
日战争，留在家乡做党的地下工作，曾任湘赣
边区特委委员，被派往湘东中学开展工作。担
任过我们的班主任，教我们高中部各班的英
语，对我们要求很严，特别强调口语和写作。
记得有一次我写英语作文时，照抄罗斯福发表
的关于“四大自由”那一段，受到肖老师严肃
的批评，并批示重做。从此，我的英语大有长
进，打下比较好的基础，以至于在新中国成立
后停学英语 40年，到 1986 年赴美国西密歇根
大学讲学时，很快就能用英语进行教学。

杨伯峻老师是我国著名国学家和文学家
杨树达老先生的侄子，当时教我们高中部的国
文，特别是古汉语的教学，这为我后来学习古
代经济论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杨老师对古
文的讲解深入浅出，妙趣横生，令人百听不
厌，永不忘怀。特别是他对我们的作业要求
很严，每篇都仔细批改，最后并附评语。例
如，对我写的《国共两党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
国奋斗——致国共两党的信》一文，杨老师的
批阅是“堂堂之鼓，阵阵之旗，理明且顺，辞厉
而危”。虽然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已经记不
起来了，但是根据当时的形势还是言之成理
的，虽然文中某些观点杨老师不一定完全同
意，但是他从总体上给予了肯定。这件事教
育了我——对待学生的文章不能求全责备，不
能要求与老师的观点完全一致，只要能“言之
成理”就行了。

大转变的时代

这是指新中国成立前后几年——从 1947
年至 1951年，也是我的大学时代。

1947年 7月我从湘东中学毕业后，与同班
同学数人赴南京、上海考大学。按照当时的教
育制度，各高等学校都是自己招生，各自录取，
而且考试的时间各不相同，因此考生可以报考
几所大学。我当时就在南京、上海两地先后报
考了北大、复旦、武汉、英士、朝阳法学院等五
所大学，除北大以外均被录取。由于武大离家
较近，是当时全国五大名校之一，特别是其经
济系很有名气，毕业后可以到资源委员会去工
作，还可能有出国留学的机会，因此我毫不犹
豫地选择了武大经济系，从而开始了我的四年
大学生涯。

1947 年 9 月，我身穿粗布学生装，带着上
中学时用的人造皮革箱子，进入了环境优美的
珞珈山，真好比刘姥姥进大观园。

我们进校后的第一年，虽然学生运动在进
一步发展，但学校正常的教育活动也继续进行
着。我们经济系 1945年抗战胜利从四川乐山
又迁回武汉后，聘请了以刘秉麟、杨端六为代
表的一批老经济学家，又从美国哈佛大学聘请
了以张培刚、刘涤源、谭崇台、吴纪先、朱景尧
和李崇淮为代表的中青年经济学家，组成以张
培刚教授为系主任的教授集团，堪与当时北大
经济系的教授阵容媲美。

张培刚教授一上任就大胆改革过去的教
学内容，并直接用英语给我们讲西方经济学，
采用当时比较有名的班亨所著经济学为基本
教材，他第一堂课就给我们介绍了当时西方经
济学界比较流行的数十本参考书，要我们自己
去找来阅读。这一下子把我们镇住了，心想这
门课学不下去了，但又是一个主要的基础课不
学不行，怎么办？我就利用在高中时打下的那
点基础，买了一本新的英汉四用字典，在老师
讲课前把文法和生字写出来，这样听课时就基
本上听懂了。经过 1年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原
文书，听课也不费力了。时隔 40年，在 1986年
我去美国西密歇根大学讲学时，虽然 40 年间
很少用英语，但还是能对付过来，这不能不感
谢张老师用英语教书带来的好处。

张老师的教学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
采取启发式教学，提倡学生独立思考，畅谈自
己的观点，甚至和自己不同的观点。我记得一
次他介绍庞巴维克等人的边际效用价值论的
观点时，引用了农民如何在 1年中支配五袋谷
物的例子来说明“一件物品的价值是由它的边
际效用量来决定的”。当时一位同学提出了不
同观点，认为价值是由劳动量决定的。张老师
当时并未否定这种观点，认为可以继续讨论，可
见他对学生不同意见的理解和尊重。张老师这
种民主的教学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
20多年来我在教学中取得一些成绩，是同实行
对学生的民主态度分不开的。进入大学二年级
时，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解放战争节节胜
利，国统区则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引起了人
民的不满。

在革命氛围日益高涨的形势下，我深刻感
到参加革命组织、投身革命运动的必要。于
1948年1月初回到湖南，途径礼陵时到母校湘东
中学找肖项平老师请教，他大力支持我们的想
法，并指示我速回浏阳老家成立地下组织，以便
将来迎接解放。

1948年年初我从老家回到武汉大学后，立
即投入了武汉地下党所领导的各项学生运动。
黎明前的黑暗时期，对地下组织的成员来说，一
方面面临着国民党的迫害，使我们提心吊胆；另
一方面由于地下党同志的领导和同志们互相关
怀和团结，特别是全国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对
我们是最大的鼓舞，使我们充满喜悦的心情，去
迎接各种考验。在当时的形势下，为了革命胜
利而英勇牺牲绝不是哗众取宠，而看成是人生
最大的幸福，这大概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所致。

1949年以后，随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
役的伟大胜利，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革命已
处于大转变的关头，可是敌人还在做垂死挣
扎。武汉地下党及时采取了有效对策，将一部
分经常出头露面的同志隐蔽起来，再加上解放
军南下部队采取从武汉南面包围敌军的策略，
迫使敌人提前撤退，武汉解放了。

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毛主席在
天安门城楼发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的庄严宣告，使我们这几年来从事地下工作的
同志热泪盈眶，至今不能忘怀。

根据我的长期申请，加上解放前后我在革
命活动中的表现，法学院党总支认为我已具备
共产党员的条件，决定吸收我加入中国共产
党，从此我就一直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到
现在已经整整过了半个世纪。

1951年上半年，我们班面临着毕业，这是
全国解放后第一届正式毕业的大学生，因此国
家高教部十分重视，决定实行全国统一分配。
分配前，以各大区为单位，将应届毕业生集中
到大区所在地进行培训，强调要服从统一分
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
去。我自己填的志愿是到大西北，组织上同意
了我的要求，并要张慜同志和我带队去西安，
同时分配去西北的共 20多人。我们于 1951年
7月初来到西安，西北局人事部负责同志亲自
到火车站迎接，并安排在西安当时最好的大金
台旅馆住下，接着安排我们参观西安文物古
迹，晚上招待我们看秦腔。过了约半个月，我
们的分配方案最终确定，我被分配到西北大学
任教，1951年 7月 30日到西北大学报道。

从此一待就是 50 多年，西安成了我的第
二故乡，西北大学成了我的新家。

扎根西北50年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 50 年，是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高潮迭起的 50 年，也是曲
折前进的 50年。在这 50年中，我作出一些成
绩，也存在不少问题；既受过多次表扬，也挨
过不少批评甚至批判；经历了各样风风雨雨，
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度过了我一生的黄金
时代。

一、火红的 50年代
1951年 7月 30日，我背着一个小背包，提

着一口破旧的人造革箱子，只身来到西北大
学。一进西北大学北门，面对这种荒凉简陋的
校区发呆了。低矮的平房（当时没有一座楼
房），灰不溜秋的墙砖房瓦，最大的一座房屋
就是大礼堂（据说还是东北大学迁来西安时盖

的，张学良将军任校长时在这里作过报告，现
作为文物古迹保护）。我们年轻助教的住房就
在大礼堂西边的几排平房中，每房住两个人。
没有公共厕所，晚上起夜要走很长一段路去方
便，当时也没有自来水，只有一个用手压的抽水
井，几十个人共用这口井，每天早晚都要排队打
水。再往南走，就是教授和校领导们住的房子，
也都是旧的砖瓦平房，只是间数较多，房子较大
而已。办公的地方也不像样，校长办公室就在
大礼堂东边的两间厢房中，我们经济系的办公
室是在一间破旧的房子里，化学系的实验室也
是几间简陋的平房。当时我心想，这哪里像个
大学，也些许动摇了我扎根西北的信心和决心。

当时中央派来的侯外庐校长是我国著名
的历史学家，他对我们这些青年助教非常关心
和爱护，经常督促我们刻苦学习，争取早日成
才，挑起建设新西北大学的任务。他经常教导
我们，要安心在西北地区工作，西北现在虽然
很落后，但将来一定会好起来，我们能参加大
西北的建设，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还
告诫我们，做学问就必须下苦功夫，要有坚强
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意志，要有“做学问就像
吃生猪肉”的精神，才能学有所成。正是在侯
校长的感召下，我逐渐安下心来，逐步适应了
这里的人文地理环境，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

首先，我被分配到西北大学财经学院担任
助教，报到后袁若愚老院长要我把新留下的
10 位助教组织起来，先搞好学院的教学准备
工作，我具体负责经济系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
学准备工作；由于我是当时学院唯一的年轻共
产党员，西北大学党总支又交给我在学校发展
党员的工作。在双重任务的压力下，我只有加
强与青年助教同志的联系，经常召开助教会，
讨论有关教学和国内外大事，俨然成了一个

“助教头”，我同他们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
为后来开展教学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经过半年左右的准备，我们这批助教大多
数走上了教学一线，而且教学效果良好。同
时，在校党总支的具体指导下，在学院青年教
师和学生中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建立了党支
部，为西北大学财经学院的发展创造了基本条
件，使它成为 50 年代西北大学一个光辉的亮
点，培养了数千名财经工作干部。他们活跃在
全国各地财经战线，不少同学成为优秀人才，
有的还成为经济专家和党政领导。

正当我们投入紧张的教学工作的时候，党
中央决定在全国进行土地改革，并号召高等学
校的师生下乡参加，西北大学党总支积极组织
了这一工作，发动师生报名，组成数十人的土
改工作团，赴汉中地区参加土改。

大概是 1952 年 10 月初，我们土改工作团
一行数十人，分乘 2辆大蓬汽车从宝鸡出发。
途经秦岭入口处参观了张良庙，这是后人为纪
念这位西汉开国谋士而建立的，充分体现了道
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参观毕，又乘车在秦
岭简易公路上继续南行，沿途秋光明媚，鸟语
花香，令人陶醉。

行至马道村时，溪水上涨把小桥冲坏了。
人和车被阻，只有在一家小饭店住下，男女挤
在三间小屋中和衣而眠。第二天清早起来，太
阳出来了，到外面散步时见到小溪边上有块小
石碑，上书：“萧何月下追韩信处”，原来此处
是一个有名的古迹，这两位英豪留下的佳绩又
给后人留下了多少激励，多少启迪。

早饭后乘车继续南行，出褒斜道口时，但
见汉代以来开凿的古栈道依稀可见，有一段还
在继续使用，这使我想起了当年刘邦的“明修
栈道，暗度陈仓”和诸葛亮“六出祁山”的良
策。车出秦岭南口时，汉中盆地展现在我们眼
前，我们到汉中专区招待所住下，在这里集训

一周。
经历了土改，1953年年初返校后，不久便

接到参加马列主义学习班学习两年的通知，这
是当时西北局为了培训西北地区高校马列主
义教师而举办的。第一期共招收 40 多人，分
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专业，
分别由张宣、茹季扎、郭琦三位教师讲授。这
是三位老干部，也是从延安来的教育家，他们
的讲授受到学员们的欢迎，使我们受到了马克
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启蒙教育，至今令人难
以忘怀。

经过一年半的学习，我被批准参加中共中
央马列学院理论班的考试。出了 100道题，考
了一整天，我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于 1953年
国庆后第一次进京入学。当时的校址就在颐
和园对面的几栋两层楼的房子内，条件比较简
陋，但政治待遇和教学要求很高，学员一般是
县团级以上的干部，教师主要是苏联专家。给
我们班教政治经济学的是苏共中央党校政治
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佐托夫教授，他给我们讲授
《资本论》，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他用一些简
单的图表来表达一些深奥的道理，使我受益终
身，我在后来《资本论》教学中经常引用，收到
良好的效果。

1956 年年初，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
军”的伟大号召，我们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也制
定了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决定从近代开
始，先研究孙中山和谭嗣同的经济思想，先后
写成了《试论孙中山的社会经济思想》和《谭
嗣同经济思想概论》两文，前文发表在《西北
大学学报》1957 年第 2期上，后文发表在西北
大学建校 45 周年校庆文集上，可以说我的两
篇处女作达到了当时我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同
类研究的先进水平。接着于 1959 年在《新建
设》杂志上发表了《试论孟子、墨经中的价格
观》一文，对胡寄窗、张鱼等老专家认为我国
古代思想家已具有了价值观念，有人甚至认
为明代的邱浚已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观
点，对此我提出了异议，认为我国古代思想家
只有价格观而无价值观，更谈不上劳动价值
论的观点。我的观点得到了我国经济思想史
学界多数人赞同。

二、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同志提出

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
思想路线指引下，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
本点”的基本路线，从而开始了一个改革开放
的伟大时代。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
上的讲话》，强调科学技术是最重要的生产
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
的一部分，要建设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
技术队伍，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的
讲话，为我国知识分子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
我国的科学研究迎来了万紫千红的春天。当
时，我虽然已进入“知天命”之年，但仍能搭上
这班改革开放的列车，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
贡献。

首先，我组织原马列主义教研室的 8位政
治经济学教师，恢复了停止招生 20 年的经济
学专业，七七级招收 49人，七八级招收 50人。
他们踏进大学之门后，都如饥似渴地刻苦学
习，毕业以后基本上个个成才，一部分人还脱
颖而出，成为全国知名的中青年经济学家（如
魏杰、张维迎、刘世锦）等，还有少数成为著名
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为西北大学争得了名誉，
为经济管理学院树立了品牌，使学院成立 15
年后跻身全国经济学科的前 10名，被誉为“青
年经济学家的摇篮”。

改革开放的 20 多年来，也是我的科研成
果丰收的年代，先后出版专著 12本，主编教材
和丛书 30多本，发表经济论文共 500多篇，获
国家图书奖 3次（参编书），部省级奖 20多项。
在生产劳动论、劳动价值论、市场经济论、国
有制改革论、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中国发展
经济与西部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创造
性观点，受到我国经济学界的重视。

我近 40年来的研究轨迹，从生产劳动论、
劳动价值论、市场经济论、所有制结构论、中
国经济管理思想史、中国发展经济学到西部大
开发，这些成果的代表作，已登在《何炼成选
集》《何炼成文集》《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
的研究和认识》《社会主义劳动新论》与《坚持
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等五本专著中。

夕阳无限好，晚霞映满天。我今年七十有
三，根据我当前的身体状况，自信活到八十四
不成问题。我现在还有多种社会工作和学术
活动，除担任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和陕西省西部发展研究院院长之外，还在国内
20多所大学和日本、美国、德国 4所大学分别
担任兼职教授和客座教授。我认为，只有不断
深入实际，积极开展学术活动，才能逐步加深
对经济学原理的创新认识。在未来的 10 年
中，我争取再取得新成绩，无愧于我们这一伟
大时代和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誓言。

（本文有删节）

我 的 无 悔 追 求
□何炼成

何炼成何炼成（（右右））获第获第1313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何炼成何炼成。。

《《光明日报光明日报》》的报道的报道。。

西北大学第八届西北大学第八届““何炼成奖何炼成奖””颁奖仪式颁奖仪式。。


